


一、生平和著作
 

朱载堉（yù）是我国明代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律历学家、音乐家，同时
也是一位愤世嫉俗的诗歌作家。科学家的冷静头脑和艺术家入世激情在这位
天才人物的身上构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相依并存的、和谐的同一体，使他
的成就达到了明代自然科学和艺术科学的顶峰。
朱载堉，字伯勤，号句曲山人，嘉靖十五年（公元 1536 年）生于河南怀
庆府河内县（今河南沁阳县）。他是明宗室郑恭王朱厚烷之子，朱元璋的 9
世孙。
按《河南通志》记载，朱载堉“儿时即悟先学。稍长，无师授，辄能累
黍定黄钟，演为象法、算经、审律、制器、音协节和，妙有神解。”他自幼
聪明伶俐，在数学和音乐方面有着过人的天赋。他称自己：“少嗜音律，长
而益得其趣，是以乐学之说颇异于众。”又说他在 20 岁左右，就非常喜欢读
《性理大全》、《律吕新书》、《洪范》、《皇极内篇》等数学著作，每次
阅读：一面口中背诵，一面在纸上计算，研究这些书的时间长了，也就能领
会书中的数学要旨。
虽然《明史·诸王列传》中对他的生平记载很少，但沁阳民间却流传着
有关这位王子的大量传说和故事。据说，朱载堉出生时，他的母亲高妃怀胎
已经 11 个月。正当家人为高妃迟迟不分娩而犯愁的时候，宫前飞来一只凤
凰，边舞边鸣。府里的人都认为是个好兆。果然，高妃一高兴，朱载堉便出
世了。可是，朱载堉极会哭闹，常常夜啼，使家人不得安宁。有一天，他父
亲郑恭王为缓解孩子的哭闹，吹起了箫，谁知朱载堉一听到箫声就停止啼哭。
从此，箫管成了终日陪伴他的宠物。
关于朱载堉求学，有过一个故事。那年礼部尚书何塘告老还乡，在沁阳
天鹅池畔建了一座“景贤书院”，公开招收弟子授读，应试者络绎不绝。当
时应试儿童都由父母带领前往，唯有朱载堉独自前来。何塘问他怎么独自一
人，他回答：“家有父母，校有师尊，咋能说独自？”何塘听了很高兴，又
问他年纪多大，叫什么名字。他说：“童生八月荷月满，若年足十不差三”。
落款“乐乐乐”。何塘沉思片刻后，解释道：“小小顽童 7岁半，以乐（yuè）
为志律当先，乐（lè）在其中性且直，光华焯乐（shuò）在来年。”之后，何
塘十分赞赏朱载堉的才华，将自己的学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
朱载堉对音乐特别敏感。据说年少时有一次在山上游春，突然听见琴声。
他寻声找去，才知道是山弯小溪水珠下滴在岩石上发出的声音。后来，他怎
么也忘不了这“水琴声”。有一天他的书童打碎了一只碗，碎碗的声音唤起
了他用几只装水的碗组成乐器来演奏“水琴”的灵感。后来他从事著述和作
曲，也往往与水琴声相关。
孩提时代的朱载堉好学多问，但也常常提一些常见而又不易知其所以然
的问题来诘难老师。比如，“古琴为什么是七根弦”；“箫一管一音，笙那
么多管长短不齐为什么也吹一音”等，老师常被他问住。
当然，传说毕竟只是传说，不是真实的历史记载。但是，数百年过去了，
这些故事依然流传，足见这位王子给人们留下了多么美好的回忆和沁阳人民
对他的尊敬。
朱载堉的父亲朱厚烷笃信儒家学说，因此，他和好道教、奢侈至极的嘉
靖皇帝在思想观念上有极大分歧。他不仅不给朝廷进香，还上书规谏嘉靖皇



帝，言词恳切、直率。皇帝不听劝告，反而以为朱厚烷有意毁谤和嘲笑他，
于是将那个为朱厚烷送规谏书到京的使者治罪下狱。就在这时，朱厚烷的叔
伯朱祐橏为了夺取朱厚烷郑恭王的爵位，乘嘉靖皇帝对厚烷恼怒之际，上书
诬告厚烷有 40 条叛逆之罪。朱厚烷也不甘示弱，告祐橏预谋夺爵、纵恶殃民。
朝廷经过一番调查后，对朱祐橏仍为庶人，而将朱厚烷削去爵位，并将其禁
锢在祖籍安徽凤阳。那年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朱载堉才 15 岁。
朱载堉对父亲无罪而被拘囚，十分愤恨。他在王宫门外修建了一间土屋，
以稻草为席子独自居住了 19 年。在这段漫长的独居生活中，朱载堉潜心攻
读，发愤著述。嘉靖三十九年（1560 年），他完成了第一部音乐学著述《瑟
谱》。在《瑟谱小序》中，他自称“狂生”，署名为“山阳酒狂仙客”。
世宗朱厚熜死后，穆宗朱载堉嗣帝位，朱厚烷得到了平反。隆庆元年（1567
年）正月恢复了朱厚烷郑恭王的爵位，同年 4月，恢复朱载堉的世子冠带。
第二年，朱载堉结束了独居生活，搬出了土屋，回到郑王府，这一年他 33
岁。
完成《瑟谱》后的 20 余年，朱载堉对音律、历法，“志之所好、乐而忘
倦”，先后写下了《律学新说》、《律吕精义》、《乐学新说》、《算学新
说》、《圣寿万年历》、《万年历备考》、《律历融通（附《音义》）》、
《操缦古乐谱》、《旋宫合乐谱》、《乡饮诗乐谱》、《六代小舞谱》、《小
舞乡乐谱》、《二佾缀兆图》、《灵星小舞谱》等大量著作。步入晚年，他
仍勤于著述，《律吕正论》、《律吕质疑辨惑》、《嘉量算经》、《圜方勾
股图解》、《醒世词》和疑已佚散的《韵学新说》、《切韵指南》、《先天
图正误》等陆续问世。另有十余种著作，汇集成《乐律全书》。
万历 19 年（1591 年），朱厚烷病逝。按照传统，朱载堉应该继承爵位，
而他却上疏，要将爵位让给曾与其父结下怨仇的堂兄弟朱载玺。朱载玺也就
是当年诬告朱厚烷有叛逆罪，致使其在高墙内被禁锢 19 年之久的祸魁祐橏的
孙子。
朱载堉在万历二十三年至三十四年（1595—1606 年）间的 11 年中，在
继续从事著作的同时，还致力于雕板、印刷、装订自己的著作。万历三十四
年（1606 年）7月，《乐律全书》印刷告竣，朱载堉写了《进律书奏疏》，
将五部印成的《乐律全书》进呈朝廷。
就在进呈《乐律全书》的同一年，朱载堉经过 15 年的“累疏恳辞”，神
宗皇帝同意他把王爵让给朱载玺。让爵一事，在当时的社会中极为罕见，更
不用说让爵给仇人了。一个封建时代的王子，即使没有什么学术贡献，仅其
让爵的风格也足令后人肃然起敬！
朱载堉让爵后，迁居到怀庆府城外，自称道人，仍“务益著书”。万历
三十九年（1611 年）逝世，享年 76 岁，葬于九峰山之原，谥号端清。
以下将分别叙述朱载堉的学术成就。

二、创建十二平均律

朱载堉最杰出的贡献就是创立了“新法密率”，即十二平均律。
十二平均律是现在全世界音乐界应用最普遍的一种律制，西方把它作为
“标准律制”。十二平均律是一种数理调音体系，它把八度精确地划分为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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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音分，十二个半音间各为 100 音分。虽然这种调律是人为的，但它丝毫
不影响人的听觉，用这种律制制成的乐器，特别是键盘乐器，可以任意旋宫
转调。因此，它的出现对于音乐体系的完善、音乐思维的发展和乐器演奏功
能的提高等都具有极大的影响。
今天看来，十二平均律并不是十分深奥的理论，但在东西方音乐史上却
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才确立了这种律制。特别是在中国律学史上，朱载堉以
前的律学家们曾为此付出过艰辛的劳动，却没有能够解决问题。为了充分阐
明朱载堉创立十二平均律的的伟大意义，有必要对中国律学史作一简短的回
顾。
律学也称音律学或乐律学，这是声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研究发声体发
音高低比率的规律和法则的一门学问。因此，自从有了音律规范就有了律学。
在我国古代音乐史上有三种律制：三分损益律，纯律和平均律。
三分损益律是在中国音乐史上应用最广泛、理论发展最完备的律制。三
分损益法是这样来决定各律数值的：将第一个音、即起始音的弦长分为三份，
去其一份为之损，加上一份为之益。在数学上，去其一份即将起始音弦长乘
以 2/3，加一份即将起始音弦长乘以 4/3；以起始音的弦长乘以 2/3，得到次
律；再将次律乘以 4/3，又得次一律；再乘 2/3，⋯⋯依次乘十二次，就可以
完成一个八度中的十二个律的数值计算。由三分损益法计算得到的各律，称
为三分损益律。因为三分损益律是乘以 2/3，或 4/3，而 2/3 即上生五度，4/3
即下生五度，所以三分损益法也就是西方所谓的五度相生法，三分损益律也
就是五度相生律，或简称五度律。
纯律，在中国古代并无理论，但有充分的实践应用。古代的陶埙，由于
模拟自然界中具有纯律倾向。先秦的编钟，在采用三分损益律的同时，也有
许多音程倾向于纯律，特别是在强调运用泛音微位的古琴中，纯律音程得到
充分应用。
但是，三分损益律与纯律都是不平均律。它们不能旋宫转调。这是因为，
依照它们的定律法得出的十二个音，音程大小不一。若要把它们应用到固定
音高的乐器上，并想在这种乐器中得到十二个高度不同的调，几乎是不可能
的。这些具有固定音高的乐器只能适用于和它们具有相同音程的音阶，只能
奏出某种调式。演唱者若有变调要求，乐器也要立即随之更换。音乐艺术的
发展，要求人们对音律加以调整和改造。为了达到旋宫转调的愿望，对平均
律的实践与理论探求，就一直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奋斗目标。
汉代，著名易学家京房是追求平均律理想的先驱，他对“周而复始、旋
相为宫”的问题进行了探索。为了达到使黄钟起始律“回归本律”的目的，
京房在按“三分损益”的传统方法生律十一次后继续生律，直到六十律。京
房“六十律”所采用的是八度内音律制减少始末律间律差的方法。
以后，南北朝何承天为解决京房“六十律”对遗留的一个“微小音差”，
作了进一步研究，提出了新律制，即将三分损益律的古代音差平均分为十二
份，然后将这平均数（0.01）累加到十二个律上，使十二律在差部分形成一
个等差数列。这样，他在长度计算音律方面实现了旋宫的愿望，其效果很接
近十二平均律，一般人的听觉几乎不能辨别其间的差别。但它仍然不是真正
的十二平均律。因为十二平均律是一种等比律，而何承天的新律只是在特定
长度内的等差律。



在何承天之后，隋代的刘焯打破了三分损益的传统，他以系数 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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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体长度的等差数列，企图以此达到旋宫的目的。实际上，刘焯不仅不能
旋宫，而且十二律的音高也混乱了。虽然如此，他大胆地违背三分损益的定
律法却是个创举，他为后人创建平均律提供了一个可贵的失败的例子：以等
差数列的方法不能完成平均律。
五代时，律学家王朴也曾从“加减进退”的方法来缓解十二律不能“周
而复始”的矛盾；宋代蔡元定也提出“十八律”来求得黄钟“回归本律”。
在平均律的探索史中，我们要特别提出这样一种思考方式：三分损益法，
即 2/3，4/3，人们可以将这二个分数改写为 50/75，100/75；或者 500/750，
1000/750，因为它们都是等效的。但是，如果将后两个分数中的分母作适当
的调整，即将其分母减去 1，使之成为 500/749，1000/749。这样一来，三分
损益律就倾向于平均律了。我们暂且把这种定律法称之为“749 定律法”。
《淮南子·天文训》中定黄钟数 81，计算中取整数值，它所计算得到的十二
数值与三分损益法稍有不同。朱载堉对此作了详细验证，其结果是，《淮南
子》或者采用了 4 舍 5 入的简便方法，或者采用了“749 定律法”。因此，
朱载堉指出，平均律的定律思想，“非自古所未有，疑古有之，失其传也”。
这一有关平均律的起源问题，是朱载堉最早发现的。
朱载堉没有遵循“749 定律法”这条思维线路而创建十二平均律，而是
打破了传统的律学思维和方法，提出了新的数理概念和计算法，创立了“新
法密率”——一十二平均律这一划时代的律学理论，解答了千年来的律学命
题，不仅给中国古代律学史的终端画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而且也为世界音
律学理论开创了一个新篇章。
朱载堉创建新法密率时，提出了音与数的辩证关系，认为音与数要相吻
合，但又不可执一，之间可以变通。这就为他不用三分损益法提出了理论根
据。
朱载堉十二平均律理论的创立是合理的和必要的。一方面，由于“平均
律”命题的发生和近千年来不断地追求和探索，反映了古代律学家的强烈愿
望，对它的解答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清两朝，学
术界通过表面的复古形式，对大量的古代经典进行整理、鉴别和考证，引起
了对传统文化的怀疑、批判和再认识。朱载堉对传统律学的重新认识、理解
和总结，以及进一步批判和扬弃以往律学从未摆脱“三分损益”生律法来追
求“平均律”的思维方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萌发起来的。
关于新法密率，朱载堉在《律吕精义》中清楚地写道：度量长度的标准
尺是起源于黄钟律的长度，因此黄钟正律的长度，也就是长度标准的一尺。
设一尺的平方（100 寸 2）为黄钟正律的冥数，那么，如果依勾股定律，以勾
10 寸自乘，得 100 寸 2为勾冥，以股 10 寸自乘，得 100 寸 2为股冥。将勾股
二者冥数相加，得弦冥为 200 寸 2。这样一来：

10 10 200 10 2 0950 4880 16892 2+ = = = 1.4142 1356 2373， ， ， ， ， 尺( )

这个数值既是以勾股为正方形的斜边，也是该正方形外接圆的直径，同时也
是蕤宾正律的二倍，称为蕤宾倍律的长度。以勾 10 寸乘蕤宾倍律，再将此乘
积即平方数开平方，则得：

10 10 2 = 1.189207× （尺）= 10 24



该值为南吕倍律的数值。再将南吕倍律之值乘以勾 10 寸，乘股 10 寸，得三
次乘积（即立方积）数值；然后将立方积开立方，得：

10 10 10 243 × × （尺）= 10 2 = 1.05946312

该值为应钟倍律的数值。十二律黄钟为始，应钟为终，周而复始，循环不止。
这是自然真理，就像《易经》八封中的贞后元生、坤尽复来一样。因此，如
果要计算十二律中某律的数值，只要以比某律高一律的数值乘以黄钟正律 10
寸，再除以应钟倍律数 10.59463⋯⋯寸，就可以得到某律。其它各律依此类
推。那里会有往而不返，不旋宫的道理呢！
朱载堉将表示八度音程的弦长比 2开平方、又开平方、再开立方，得到
了 2 的 12 次方根的数值 1.059463⋯⋯。这个值就是通常所说的半音，我国
传统说法称之为应钟律数。然后，朱载堉将八度值 2连续除以应钟值，累除
十二次，就得到了相应的平均律中八度内十二个音的音高。因为朱载堉将八

度值 累除以 （应钟值），因此，这个平均律实际上就是以 为公比数的2 2 212 12

等比数列。朱载堉将这个公比数称之为“密率”。现在，我们将朱载堉“新
法密率”的详细计算结果列于下表中。

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

倍律
律名 正律

计算结果 计算方法 今日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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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簇 0.890898 1.781797
2

2
2

11 1 2

12
10 12/ /=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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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载堉在《算学新说》一书中列出了十二平均律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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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n=0，T1为黄钟值；当 n=1，T2为大吕值；当 n=12，T13为清黄钟值。现在，



人们只要利用他的方法、甚至搬用他的数据结果，就可以制出所期待的任一
种符合十二平均律的乐器如钢琴之类，而不管人们愿意取黄钟宫音的绝对高
度是多少。
朱载堉还经过多次检验，证明了“密率”在理论上的严密性、科学性和
正确性。为了检证“密率”，朱载堉还研制了“均准”测律器，并亲自校点
笙来验证“密率”。同时，他还提出了“异径管律”理论，为了这项研究工
作，亲自动手种黍、裁竹制管。这些都是他重视律学实验的例证。正由于严
密、正确的数理思维方法和重视实验的治学态度，保证了朱载堉计算“新法
密率”的精确性和合理性。
朱载堉的“密率”体现了一代代中国律学家的愿望，完成了人们长达十
几个世纪的宿愿。这项成就，在中国音乐史、律学史以及算学史上都具有划
时代的伟大意义。但由于中国古代的五声单音体系、民族乐器的音律设置，
再加上朱载堉创立“密率”的个人意图等因素，在当时的中国音乐实践中，
对十二平均律的应用不是很迫切，所以朱载堉的新律在当时音乐实践中并没
有推广使用。更为遗憾的是，昏庸、愚昧的封建朝廷当时只关心“八股举士”
的科举，当其中包含着“新法密率”的《乐律全书》呈献给朝廷时，竟遭到
了冷遇。对此，朱载堉早有预料。他的“新法密率”就像那愚昧社会中将要
脱胎的孩子一样，躁动母腹，急不可待，仿佛就要堕地大喊。而母亲在兴奋
一时之后更多地却又害怕他的诞生，她自信腹中孕育着一位天才、伟人，但
她却要勒紧身带，并为他的未来忧心忡忡。在三分损益律被崇拜为神圣法则
的时代，新法密率的诞生确实使朱载堉愁过于喜。
朱载堉创造的如此伟大的业绩，就连《明史》也将其拒之门外。这颗科
学和音乐艺术的明珠，就这样被埋没在知识荒漠的王宫殿堂里。尽管朱载堉
在他的书中一再呼吁：新法密率“盖 2000 余年之所未有，自我圣朝始也，学
者宜尽心焉。”结果，在他的音律理论创建后一个半世纪，却招来了大量的
谩骂和攻击。他们不理解、不理睬，更不能容忍朱载堉的“密率”。在他们
看来，古人没有说过的不能说，古人没有做过的不能做；创立新说，提倡新
事，就都是臆说，是大逆不道，密率就是对传统律学的背叛和反对。为此，
密率被定下了“十大罪状”，结果朱载堉的十二平均率落得了“宣付史馆、
以备稽考、未及实行”的结局。在朱载堉之后的 300 年中，对这项重要发明
的问津者竟寥寥无几。
朱载堉创建的十二平均律，虽然在中国没有得到任何重视和应用，但它
一经传到西方，便引起欧洲音乐界的震惊。在西方，直到 18 世纪前半叶，德
国作曲家巴赫才分别于 1722 年和 1744 年创作了上下两卷的《平均律钢琴曲
集》，充分发挥了十二平均律的巨大作用，以创作实践证明了这个律制的合
理性和优越性。在此之前，西方音乐为了求得这一音律体系，付出了不亚于
中国律学家为此付出的心血，他们不仅在理论上，还在键盘乐器上作了大量
实验。这一体系在西方音乐史上的确立，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开创了一个
时代的音乐语言和音乐风格，正当西方音乐家为他们的十二平均律理论和实
践的优越性感到自豪时，得知遥远的东方古国——中国早在 1581 年就有了十
二平均律理论——“新法密率”，他们对此惊讶不已。他们在这方面整整落
后了一个世纪！
德国声学家赫尔姆霍尔茨（1821—1894 年）这样说：“在中国人中，据
说有一个王子叫朱载堉的，他在旧派音乐家的反对声中，倡导七声音阶。把



八度分成十二个半音以及运用变调方法，也是这个有天才和技巧的国家发明
的。”那么西方发明十二平均律，会不会受到传播到西方去的朱载堉的密率
的影响呢？著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曾作过这样的评价：“朱载堉的著作曾经
得到很高的评价，他的理论在他的国家却很少付诸实践，这真是不可思议的
讽刺。⋯⋯平心而论，在过去的 300 年间，欧洲及近代音乐确实有可能曾受
到中国的一篇数学杰作的有力影响，但是还没有得到传播的证据。与这个发
明相比较，发明者的名字是次要的。毫无疑问，朱载堉本人是第一个愿将荣
誉归功于另一个研究者的人，也是为要求优先权而最后与人争吵的人。第一
个使平均律数学上公式化的荣誉确实应归之中国。”
朱载堉在创立十二平均律理论的同时，又发现了以管定律与以弦定律的
差异，提出了“异径管律”论。这个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管口校正方法。他在
《律吕精义》一书中指出，各音律以半音进入较高的次一音律时，管不仅要
缩短长度，同时要缩小围径，在规定各律管长度的同时，也必须规定律管内
径的大小。由于管与弦的振动发音方式不同，管的发音体是气柱，必须要测
定出气柱实际振动尺度与管的尺度之间的差数，也就是“管口校正”数，这
样才能正确地制造出所需要的律管。朱载堉在“异径管律”理论中，将他的
密率理论系统地应用在律管的管口校正上，成功地制造出了符合其理论的律
管。比利时声学家马容于 1890 年发表了一篇报告，他说依照朱载堉提出的律
管长度和内径数据，在黄钟的倍律（低八度）、正律和半律（高八度）上加
以实验，认为三律在八度关系上都符合要求，完全准确。

三、对乐器的研究

朱载堉以创建十二平均律和提出管口校正法而闻名，但他不仅是一个科
学家和音乐理论家，也是一位音乐实践家。其中最突出的，是他在乐器制造
方面获得重大成就。
朱载堉为了验证他的密率理论，特制了一架律准，即一个建立在十二平
均律基础上的弦定律器。在朱载堉之前，已有不少律学家制作了不同的律准
来研究律学，但以往的律准都是以三分损益律为基础的。朱载堉对它们作了
分析研究后，制造了一种新的定律器，它不仅在器具的表面刻有十二平均律
的数据，同时也刻上了三分损益律的刻度以资对照，将这种律学实验器推向
了一个新高度。更重要的是，这架律准既是调律器，也是世界上第一件建立
在十二平均律的理论基础上的弦乐器，它可以发音，不仅解决了数据的精确
度，也可当作乐器使用。遗憾是，这件宝贵的律准的命运同它的理论基础密
率和朱载堉的《乐律全书》一起，被束之高阁，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应用。
为验证“异径管律”理论，朱载堉制作了 36 支律管。由于强调音律的精
确性和律管制作的精密度，他对律管的材料——竹管的选择作了十分详尽的
描述，如“大竹不堪用，惟用小竹长节者耳。”“甜竹最佳”，“新采湿竹，
使干极乃造，湿造则不佳”，等等。律管造出后，在实验时，有一个不可忽
视的条件：吹气要适当。朱载堉说：“吹时不可性急，急乃焦声，非自然声
也”。“吹律人勿用老弱者，气与少壮同，必不相协。然非律不协也。”在
这里，指出了吹气强弱对发音影响。它与现代科学知识是相符合的：当急吹
时，吹口处压强过大，管的另一端逸出的气流形成了涡流，而老弱者吹气不
足，吹口处空气压强过小，管的另一端甚至无气流逸出。这两种情况都对管



的正常发音有影响。
朱载堉不仅用竹制作律管，还制造了铜质的金属律管，为了保证制造过
程中的准确性，他写了一份类似现代工艺流程的报告，其中对沙模、焙干、
浇铸、钻孔、抛光和截断等有关技术问题一一作了解释和交代。在当时技术
条件的限制下，朱载堉能做到这样严谨，是非常了不起的。
朱载堉还致力于古乐器的考辨，做了不少去伪存真的工作。他揭示了古
管乐器篪的开孔方法，并详细记录下它的形状、规范。中国古代的编钟在先
秦时期已经完备。其独特的形状和结构，使一钟能发出两个基音，悬挂方式
也便于敲击。但是，从宋代起，竟不知编钟如何造法，应取何种形状。朱载
堉曾对历代的青铜钟做过大量研究，再次证明“古钟扁而不圆”，“甬于架
上侧垂之，以便于击。”他还指出了钟的调音方法：“钟声清则去其厚，浊
则去其长。”这个调音方法也是符合板振动基本原理的。磬是一种石制乐器，
它的历史要比金属制的钟久远得多。但古磬的形状和规范从宋代起也失传
了，朱载堉在考察古磬和宋代特磬中，提出一组磬乐器不仅要别以厚薄，而
且要“别以大小不等”之说，他认为“宋制非也”。他的看法是符合中国早
期的编钟实际的。
在乐器制造上朱载堉作出的最重要成就之一是处理笙的调律。据现代学
者研究，朱载堉曾在笙点校上进行密率的实验。朱载堉所造的笙虽然由于演
奏不便，而且他极力推崇雅乐音乐，因而没有得到流传；但他的调律方法几
乎与我们现代的钢琴调律方法相一致。他的这些贡献，都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朱载堉在乐器学上的另一贡献是提出合理的乐器分类问题。传统的“八
音”分类以制作乐器的材料为依据。朱载堉认识到了这种分类法有归属不清
和不当之弊，而且不能明确表明乐器的发音特点和性能。他将传统的“八音”
为分三类，一类是“吹管乐器”，一类是“弹弦乐器”，另一类是“敲打乐
器”。这无疑是乐器分类法上的一大进步。

四、天文历法

天文历法是我国古代科学中发达最早和成就最大的学科之一，经过世代
天文学家的努力，天文历法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到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
王恂等人在进行大量观测并吸取前人研究精髓的基础上，于 1281 年编撰了十
分精密的历法——授时历，从而把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的研究工作推向了新的
高峰。可惜，明王朝建立以后，由于对天文历法的研究工作采取了极其错误
的政策，兼之墨守成规、不思改革的思潮泛滥，致使具有优良传统和雄厚基
础的天文历法工作失去了生机，迅速从光辉的高峰上跌落下来，进入了一个
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黑暗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明王朝的封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思想控制措
施，对于天文历法的研究，也制定了极其严厉的法律条例，不许民间私自习
历、造历，违者或充军或处死。
明代所采用的历法叫大统历，其实它就是授时历，仅改变了名字而已。
大多数历官只能依样画葫芦，穷于应付皇历的颁布。虽然在使用过程中，也
曾发现预推结果与实际天象不符的情况，但多无可奈何，不了了之。在朱载
堉提出改历之议前，也曾有人提出对历法作小修小改的意见，但由于提议者
本身学识肤浅，不能切中要害，更加上反对的势力强大，这些人多以大统历



“理数极精，古今历无过之者”为由反对改革祖宗之法，所以改历之事一直
束之高阁。这样年复一年，恪守旧法之风益甚，造成了官方历法研究死水一
潭的状况，用明孝宗的话说，已经形成了“朝士鲜知星历者”的可悲局面。
朱载堉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他的天文历法研究工作的。首先朱
载堉要冒很大的风险才能从事天文历法的研究，没有足够的胆识是不敢问津
天文历法这一禁区的。其次，朱载堉必须突破祖制不可变的思想藩篱，与盲
目迷信授时历或大统历的社会思潮相抗争。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即使涉足
于天文历法这一领域，也将一事无成。再者，朱载堉面对着朝野人士对于天
文历法基本无知的形势，他必须从头开始，靠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地学习、
摸索，以期解其术、通其法，进而“采众说之所长”，并力求达到“青出于
蓝而胜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的新境界。为此，朱载堉不知付出了多少
辛勤的汗水。
朱载堉从研究史志所载各家历法入手，步入天文历法领域。通过刻苦的
学习和研究，先后编撰了两种历法——黄钟历和圣寿万年历。
黄钟历和圣寿万年历均取中国古代传统历法的经典形式。黄钟历共分九
篇，分别解决 24 节气、72 候的计算；月朔和闰月的安排；每日日影长度、
漏刻更点和南中天星象的推求；日、月交食的预报，日、月五星运动的计算
及其在恒星间所处位置的预报等等天文历法问题。圣寿万年历与之大同小
异，共分八篇。这两种历法，除所设历元不同，和因此导致的若干天文数据
有所变化外，和授时历并无重大的差异。
从表面上看，黄钟历和圣寿万年历分别取万历九年（1581 年）和嘉靖三
十三年（1554 年）为历元。但实际上在进行各种历法问题的具体推算时，黄
钟历是以 1581 年前的 300 年，即 1281 年为实际历元，而圣寿万年历则是以
1554 年前的 4560 年，即公元前 3007 年为实际历元。
黄钟历和圣寿万年历对授时历最有意义的修正，是关于回归年长度及其
古今变化的研究。
我们知道，回归年长度（T）并非恒量，而是一个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
任一年（t）的回归年长度值可由下式表达：
T=365.24219878-0.0000000614（t-1900）
这是由现代天体力学推导出的理论公式。
在我国古代，关于回归年长度古大今小的概念，是由南宋天文学者杨忠
辅首先提出的，在他的统天历中，他建立了求任一年回归年长度值的公式：
T=365.2425-0.000002116（t-1195）
元代郭守敬等人，接受了杨忠辅的这一概念，并在他们的授时历中给出
了经过修正的新算式：
T=365.2425-0.0002t0
式中 t0为以 1281 年起算的整世纪数。

朱载堉批判地继承了杨忠辅、郭守敬等人的成果，建立了回归年长度古
今变化的新公式：
在黄钟历中，设实际历元（1281 年）的回归年长度为 365.2425 日，
T=365.2425-0.00000175（t-1281）
在圣寿万年历中，设实际历元（公元前 3007 年—公元 1554 年前的 4560
年）的回归年长度为 365.25 日，
T=365.25-0.00000175（t+3006）



这两个公式基本上是等价的，依之计算，T值仅有约 0.000002 日之差。
这样，朱载堉纠正了郭守敬等人回归年长度消长法的不当之处，在探索
回归年长度古今变化规律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在编撰黄钟历的过程中，朱载堉几乎对古代历法的所有重要问题都作了
评述，其心得载于《黄钟历议》之中。后来在编撰圣寿万年历时，他又对历
代冬至时刻、晷影测量和交食记录作了详细的考证，而写成《万年历备考》。
这些研究工作的方法，正如朱载堉自己所说的是：“辑名历五十家，倾心考
证，时刻分秒，期吻合于玑衡”，其目的则是“采众说之所长，羽翼大统，
广其未备”。
《黄钟历议》共有 36 篇，其中前 12 篇主要论述音律与历法的关系，后
24 篇则论述历法的各种问题，并对地理纬度测量新法进行了探讨。
在编撰圣寿万年历的过程中，朱载堉又进行了许多天文历法的研究工
作。特别是对冬至时刻和交食的分析测算。冬至时刻的测定，也就是 24 节气
的测定，它与农业生产有较密切的关系。而交食是最明显的天象之一，其预
报准确与否，是检验历法的最可靠方法。朱载堉对这两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深
入的研究，其成果就是《万年历备考》中收载的《诸历冬至考》、《二至晷
景考》和《古今交食考》等 3篇专题论文。
朱载堉深知历法“欲求精密，则须依凭象器测验天文，积日累月，务得
其实，而后缀以算术，立为定法，方可成一代之懿制，传之万世而无弊也”。
可是，朱载堉所面临的现实却是“仪表之具，生来目所未睹，况能知其距度
之疏密，展次之广狭乎”。这无疑限制了朱载堉天文才能的施展。虽然如此，
朱载堉还是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他动手制作了一些小型的天文仪具，设计
了新的测量方法，取得了很好的结果。朱载堉的天文历法工作不只在于历法
的编撰本身，还在于他吸取了先辈天文历法家许多宝贵的思想和成果，并加
以发扬光大，不但给当时处于凋零枯萎的天文历法界注入了生机，也为后世
天文历法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五、数学研究

由于朱载堉要确定律管的内外周、内外径、横截面和容积，圆周率取何
种数值，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朱载堉在《律吕精义》中叙述了“新法密率
算术周径冥积相求”之法，在这里，设径为 d，周为 I，面积为 S，按照朱载
堉的说法，则径求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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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载堉的圆周率在其《乐学新说》中以口诀形式总结道：“诀日：圆周
四十方容九，勾股求弦数可知，遂以此求径率、求周、求积亦如之。”这里



的径率即圆周率，其值为

π =
40

9 + 9
= 3.1426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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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这个数值称之为“周公密率”。
由此看出，朱载堉的“周公密率”远不如祖冲之推算出的圆周率精确。
因此，他的关于律管的圆周、面积和容积的计算值也就有误差。可是，在实
际使用上，在以寸为单位测量时，毫位数（小数点下三位数）已是估计值了。
因此，朱载堉的圆周率数值并不影响他制造发音准确的律管。
朱载堉在数学研究过程中，使用算盘完成了包括开方在内的大量计算。
数学与算盘是他从事乐律研究的翅膀。他完成十二平均律之时，也就是他运
用算盘进行开方运算成功之日。
一尺为九寸，一寸为九分，称为九进尺。这种尺，一尺中共 81 分。在朱
载堉的《乐律全书》中称它为“纵黍律尺”。据传说，古代人以黍粒纵排 81
粒，刚好为一乐律尺。一尺为十寸，一寸为十分，称为十进尺。这种尺，一
尺中共有 100 分。在朱载堉的《乐律全书》中称它为“横黍度尺”。因为它
是以黍粒横排百粒，其长度刚好与日常用尺相同。传说，在先秦时期，日常
用尺与乐尺相等长度。也就是，一纵黍律尺等于一横黍度尺，这两种尺的长
度相同而进位不同。
《乐律全书》中指出了三种不同进位尺：横黍尺即平常十进尺；纵黍尺
即九进尺，斜黍尺即混合进位尺。它是以斜排黍粒 90 粒而得到的一种尺，称
为“斜黍九十分尺”。它的尺单位长度与横黍尺、纵黍尺相等，但尺以下各
单位为每尺九寸，每寸十分。朱载堉在这里的数学贡献是用算盘完成了九进
制和十进制的小数换算，在数学史上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朱载堉的最后一项数学工作是他找到了计算等比数列的方法，并成功地
将它应用于求解十二平均律。这一点在数学史和律学史上都是有意义的。朱
载堉在《律学新说》和《律吕精义》两书中是采用一种数学表达方式来叙述
十二平均律的，这就是：将八度音程比值 2进行 12 次方根运算，第 12 次方
根值即是十二平均律的半音音程；既求得半音音程，那么，只要将起始音音
高除以半音音程值，连续作这样的 12 次运算，就得到了十二平均律的各个音
高值。实际上，这就是在八度中构成等比数列的方法。

六、物理学

在声学方面，朱载堉对乐器的共振现象作了细致的分析。在今天看来，
二个音的振动频率成整数比或简单分数比，就可以发生共振，在音乐学上，
就能产生悦耳的和声效果。在朱载堉看来，成整数比的二个音称为“正合”，
成简单分数比的二个音称为“旁合”，并且说，“旁合为和，正合为同”。
“正合”也称为“应”，“弹宫宫应，弹徵徵应，日应；弹宫徵和，弹徽商
和，日和。”他又说，“凡丝弦之属，宫与宫协为正合（商以下做此）；宫
与徵协为旁和（商与羽协，羽与角协做此）。正合为同，旁合为协。”“筝
弦隔六为正合，隔三隔四为旁合”。
在瑟中，他又详细举了撮八（又称隔八）为正合，而上生撮四、下生撮
五为旁合。例如，瑟第 1与第 8弦，第 15 与第 22 弦皆为宫音，第 2与 9，
第 16 与第 23 弦，皆为商音；第 3与 10，第 17 与 24 弦皆为角音；第 4与 11，



第 18 与 25 弦皆为变徵音；第 5与 12，第 19 弦皆为徵音；第 6与 13，第 20
弦皆为羽音；第 7 与 14，第 21 弦皆为变宫音。这些弦都是撮八正合音。这
些音是纯八度相合。由弦线较长的音生弦线较短的音为下生，即由低音生高
音，如宫与徵，商与羽，角与变宫等为旁合，亦即撮五旁合，反之为上生，
则是撮四旁合，如变宫与变徵，羽与角，徵与商等。这些音是纯五度相和。
这些发音分析，在音乐物理学上又称为谐和分析，也是和声学中的基本内容
之一。在音乐实践中，朱载堉吸取了民间笙师的经验，利用复音乐器笙的几
个和声管来验证律管和其它乐器的发声，作了极好的和声实验。
为了要测定准确的黄钟律管，朱载堉认为，不能以黍粒决定它的容积，
而改用水银。因此，他相当准确地测定了水银密度。他所测定的水银密度与
现代测定的水银密度比较，当 0℃时，误差为+0.2672 克/厘米 3。当 20℃时，
误差为+0.3165 克/厘米 3。平均误差为 0.2912 克/厘米 3，近似于 0.3 克/厘
米 3。其精确性令人惊讶。
朱载堉的又一个物理学工作是测定了地磁偏角。在世界上最早发现地磁
偏角的是宋代沈括，但他没有具体记下偏斜角度及地理位置。朱载堉用“正
方案”对地磁偏角作了具体的测定。所谓“正方案”，它是由郭守敬发明的
一种利用桌影来测定南北方向的仪器。桌置于该仪器平板的中心，以此中心
为圆心画有同心圆若干。同心圆可按需要画上刻度，如朱载堉将圆分为百刻。
当南北方向测定后，指南针的方向与南北方向的夹角即是磁偏角。根据朱载
堉的测量，其地磁偏角为

1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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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载堉是在 1567—1581 年间在北京测得的这个磁偏角。也就是说，在那
个时候北京的磁偏斜为偏离地理南北方向朝东 4度 48 分。

七、音乐的艺术实践

王国维讲治学的三种境界，其第一境界用宋代词人辛弃疾的话“昨夜西
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写出了大学问家未被世人普遍认识时的
孤独之感与造诣的独到。朱载堉就是处于这种境遇。由于朱载堉并未得到当
时人的真正理解，因此，我们从他同时代的记述中找不到他在音乐活动中的
全面的、或稍为具体的材料，没有什么史料可以说明他怎样精通古乐器的演
奏，他是否长于歌唱，他作过多少乐曲，等等。但是，只凭《乐律全书》就
可以看出，他在音乐艺术领域中已是一个十分全面的实践家。他不但常和琴
家交往，还能虚心地向点笙匠请教乐器工人的技艺问题他也注意总结、记录。
他的乐艺宫廷的专业乐工遇到实际问题时，还要来向他讨教，就可知道他的
造诣达到什么水平了。
朱载堉最重要的音乐实践，就是恢复旋宫古法。旋宫，用现代概念说，
就是调高的改变。按民间的一般说法，就是调门高低的变化，一段音乐，原
来是 C调（以 C音作宫音），又变到 G调（改用 G音作宫音）去演奏、演唱，
这就是旋宫。同一段音乐当中，前面是 C调的，后面又变成别的调门，这也
是旋宫。先秦的古乐就是用旋宫法的。但自汉以来，旋宫法失传了。汉以后，
律学研究中的许多创造，可以说是围绕着旋宫古法这个课题在那里发展的。



原因是古法失传，而传下来的三分损益法很难解决自由旋宫问题。这使律学
家们不得不绞尽脑汁去探寻各种新的途径。真正彻底地从理论到实践解决了
旋宫问题的，就是朱载堉的新法密率，也就是现在世界上通用的，平均律的
调律法。
朱载堉恢复旋宫古法，在律学上并不是“恢复”古代原有的东西，而是
全新的创造，在音乐实践上是真正地实现了汉以来律学家的梦想，使失传了
的东西重新“活”了起来。
朱载堉创造了新法密率，并不曾停留在理论创造之上，他是为实践而创
造的。他不仅是一个理论的大师，同时也是一个身体力行、亲身从事音乐实
践的大师。他是律学家，也是音乐家。
旋宫法是“乐学”问题，也就是说，是音乐基本理论问题，实际属于与
音乐实践直接相关的一种应用理论。要恢复旋宫古法，古乐已经没有了，又
怎样恢复呢？朱载堉紧紧抓住了“今乐”的实践，他在《乐学新说》中说：
“借今乐明古乐不亦可乎？⋯⋯用旋宫法拟造新谱，使后世为乐律之学者观
之，深信古乐见存，未尝失传也！”音乐作为时间的艺术，流动性极大，不
可能像美术作品那样用实体的形式再现古代的原有情况。但是古乐所用的旋
宫法却是可以重现的。朱载堉在音乐艺术上的古今观也许和孟子的“今之乐
犹古之乐也”有同道之处，但更主要的东西恐怕更接近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
的看法。他在《律吕精义》中引用张载的话说：“今人求古乐太深，始以古
乐为不可知。”这句话的背后涵义认定古乐是可知的。求其大体，掌握它的
精神、方法，这就是继承，求之太深，搞饾饤（dòu  dìng）之学，要求不可
能实现的原样再现，那就不可知了。
朱载堉在旋宫实践上是“用旋宫法拟造新谱”，通过自制乐器、作曲、
改编、演奏和教学、教唱活动，足踏实地作了艰辛的探索。他为旋宫实践写
了许多乐曲，采用了各种谱式：律吕字谱、宫商字谱、琴谱、瑟谱、工尺谱、
以至于总谱形式的“合乐谱”。数量之多，决不是浅尝辄止的做法。朱载堉
自制的乐谱，有一部分是为“教学歌人”而用的。在音乐艺术实践活动中，
他也是一个很注意教学方法、善于运用直观教具的好教师。
朱载堉恢复旋宫古法的科学根据就是他的平均律理论（新法密率）以及
他自己设计制作、用形如芥子的金属“徵”标明“新率”发音位置的乐器，
即他的“新制律准”。因此，他的新法密率并不是在旋宫实践面前停止了脚
步的一种纯理论计算。旋宫法得不到平均律的实践运用时只不过是一种空
想；平均律不付诸旋宫实践时也不过是空论。朱载堉创制了《旋宫谱六十调
指法》和《旋宫琴谱》。这是朱载堉在自己的艺术活动中亲身实践了平均律
的重大证据，也是朱载堉在艺术实践中对新法密率的一次闪耀着光辉的检
验！
在中国音乐史上，朱载堉如果不是第一个系统地提出了音乐教学法的
人，也是其间的先行者之一。他作为 16 世纪下半叶的音乐家，当时提出这方
面的问题，对世界音乐文化史说来也不是后知后觉的。中世纪以前的音乐史
中，即使如我国的特殊历史条件那样重视礼乐传统，音乐的教学活动也是以
“口传心授”为特点的。人存事兴，人亡事废，一切都维系于经验。所以，
汉代的制氏家族一遇变故，就造成中断先秦雅乐的结果；唐代宫廷乐工李郎
子逃走，宫廷中的清乐立即失传。唐、宋间记谱法的发展已经提供了比较详
细地记录音乐的可能性。但是历史仍然自有规律，音乐教学仍然不能像文字



那样积累起循序渐进的书面教材。
朱载堉注意到了音乐教学法的系统化问题。他为音乐教学编写了大量的
乐谱，至今还保存在《乐学新说》、《律吕精义》的《内篇》、《外篇》以
及四、五种以“乐谱”命名的著作之中。他对循序渐进的教学系统的主张则
集中在《律吕精义·外篇》与《操缦古乐谱》二书之中。
他把歌曲的教学提到了第一位。在《操缦古乐谱》的序中朱载堉特别强
调了音乐应该以人声为主的思想，他说：“永者声气之元，乐之本也”，并
对“学乐自赓歌始”作了专题论述，详细说明了如何逐句教唱的方法和步骤，
以及指导初学音乐者的办法等。
朱载堉还充分认识到乐器伴奏是唱歌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在《律吕
精义·外篇》卷八中着重论述了“弦歌二者不可偏废”的命题，并且采且《夏
训》、《商颂》、《南风之诗》等古歌词，编写了乐谱和乐队合乐谱，作为
“教学歌人”之用。他在《乐律全书》中多处强调了“操缦”的基本训练。
“操缦”就是弦乐器的定弦与弹奏，学习操缦，意在弦歌。把操缦作为准确
的演唱方法。他多次地重复“论学歌诗六般乐器不可缺”的命题，也是这个
意义。
自古以来的“口传心授”教学，即使采用了一定的乐谱，也都不用有量
记谱法。今人见了古谱如此，误以为古乐都是一字一音。朱载堉论“弦歌”、
论“操缦”，大力批驳了这一谬误，力图在音乐教学中引进尽可能精密的、
科学的有量记谱法。
朱载堉作曲甚多，但大都为“教学歌人”而作，他主要是一个音乐学家
而不以作曲家名世。作为一个深入艺术实践的音乐理论家，他却是一个能在
作曲问题上尊重艺术规律，摒弃种种教条束缚的人。
古来论乐皆文人，而文人往往并不真正懂音乐。他们耻于下问，不肯向
实践者请教，却要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为实践者树立许多障碍和人为
的规矩。明代虽也产生过不少大学问家，但也有不少这样的儒者，以致在学
术史上出现了尽人皆知的“明儒鄙陋”的情形。
李文利、张敔（yǔ）、黄积庆都号称知乐。他们都宣称，在音列的使用
中，变宫音（应钟）以上不许用高音，宫音（黄钟）以下不许用低音。朱载
堉在理论上用律学的根据批驳了这种谬论，又在实践上“引太常乐谱为证”
说明这种规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李文察自己作曲的《青宫乐章》，用五声音阶配五字句，机械地采用同
一个曲调，逐句降低半音，每句旋宫一次，十二句唱到底。这显然是作者本
人都无法演唱的、书斋中的理性产物。朱载堉一针见血地说：“文察本不知
音，而乃强作解事⋯⋯鄙俚谬妄，识者无不笑之。”这当然无需再作什么批
驳了。《律吕精义·外篇》卷三引录该谱的目的十分明确：“今录为撰者戒。”
提出了在作曲问题上脱离实际的一个错误典型。
朱载堉还提出了“谱无定法，勿惮改定润色”的思想。这位在科学工作
上充分表现出创造性的人物，在艺术问题上同样也是毫不保守。他选取了当
时认作神圣不可侵犯的《释奠大成乐章》作为乐例，把元代颁行的乐谱与明
廷当时所用的乐谱进行比较，说明作曲可以创用不同的方法而精益求精。
朱载堉还大量地采集民间音乐，为中国音乐界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
料。正如朱载堉在律学理论上懂得不耻下问一样，他是一个深明民间音乐艺
术价值的学者。他想借用民间乐曲的精神，为丧失活力的古乐恢复青春。在



《乐学新说》中他曾说过“借今乐明古乐不亦可乎”这样的话，面对当时一
字一音的古乐演奏实际情况，他在《操缦古乐谱》中又提出了“总论复古乐
以节奏为先”的看法。
他在《灵星小舞谱》和《字舞谱》中分别录存了民间曲调，然后总结性
地写道：“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无古今之异而音岂有古今之异哉？
用古之词章，配今之腔调，使人易晓而悟乐之理如此其妙也。”他为古之词
章配曲，《立我丞民》用的是“豆叶黄”腔调，《思文后稷》用“金字经”，
《古南风歌》用“鼓孤桐”，《古秋风辞》用“青天歌”，正是为了他的音
乐艺术古今观的理想而在从事创造性的活动。

八、文学、舞蹈与绘画

在我国文学史上，明代出现了一个新的繁荣局面。从明中叶开始。资本
主义因素萌芽，商品经济发展，和市民意识的成长，反映在文学上，旧体诗
歌处在衰落阶段，代之而起的是长篇和短篇小说成批涌现，民间文学和歌谣
大量出现，各种文学形式争妍斗艳、丰富多彩。特别是来自劳动人民和市民
阶层的民间俗曲和歌谣，以旺盛的生命力活跃在城市集镇和农村田野。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朱载堉，运用当时的民歌形式，创作了不少曲词，流
传至今的有《醒世词》一书，共载曲词 73 首。
在这 73 首曲词中，有朱载堉自己的成长历程和性格特点的写照，他在《黄
莺儿·求人难》一曲中写道：
自己跌倒自己爬，指望人扶都是假。至亲人说的是隔山话，虚情哄咱，
假意儿待咱，还将冷眼观。时下且休夸，十年富贵，再看在谁家？
跨海难，虽难犹易；求人难，难到至处。亲骨肉深藏远躲，厚朋友绝交
断义。相见时项扭头低，问着他面变言迟。俺这里未曾开口，他那里百般回
避。锦上花争先添补，雪里炭谁肯送去。听知！自己跌倒自己起，指望人扶
耽搁了自己。
前面我们讲过，朱载堉的父亲朱厚烷因规谏好道教、喜奢侈的世宗而为
其所恶。同族人祐橏夺爵心切，又对厚烷落井下石，诬其有叛逆罪，致使厚
烷被削爵并禁锢高墙。此时载堉也从显赫的王子瞬间变成了庶人。当时他才
15 岁，全家所受的种种折磨和苦难是可想而知的。在载堉感到艰难的日子
里，“至亲人”的虚情假意、白眼翻飞，“亲骨肉”的回避躲藏、断绝往来，
这样的情景朱载堉不知经历了多少。他体会到，那满嘴的“仁义”原是“锦
上花争先添补，雪里炭谁肯送去”的市侩诀窍。他也识破了那“跨海难，虽
难犹易；求人难，难到至处”的皇室王族的人伦真谛。他终于得出了这样的
为人之道：“自己跌倒自己爬，指望人扶都是假”。这是封建时代的处世警
言，也是朱载堉自强不息的肺腑之言。在这里，朱载堉表现出一种自我崛起
的勇气；也表现了在艰难时刻憧憬未来的信心。他说：“时下且休夸，十年
富贵，再看在谁家？”这首词，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封建仁义道德的虚伪性，
也对一个失势王子的处境和内心世界刻画得惟妙惟肖。
然而，朱载堉的可贵之处在于出淤泥而不染，即使在强大的皇族势力的
迫害之下，他依然宣称要做一个正直人，在《诵子令·讥谄神》中他写道：

不作不孝事，不作亏心事，要作就作正直人！这就是朱载堉的为人之道。



我们从他的这个人生哲理中，可以窥见，他三番五次辞让爵位的某些真实原
因；也可以想象到，他的父亲厚烷所以敢于上进规谏书的胆量和勇气。“正
直”二字，牵动了父子二人的神经，也维系着他们的健全的大脑。
在朱载堉生活的时代，上至天子、朝臣，下至地方官吏，都穷凶极恶地
搜刮民脂民膏。为了钱财，真是横征暴敛，无恶不作。对于这一切，朱载堉
耳闻目睹。他借孔夫子之口，对这个社会表示了最强烈的反叛和控告。他在
《黄莺儿·骂钱》中写道：
孔圣人怒气冲，骂钱财：狗畜生！朝廷王法被你弄，纲常伦理被你坏，
杀人仗你不偿命。有理事儿你反复，无理词讼赢上风。俱是你钱财当车，令
吾门弟子受你压伏，忠良贤才没你不用。财帛神当道，任你们胡行，公道事
儿你灭净。思想起，把钱财刀剁、斧砍、油煎、笼蒸！
这首词表面上骂钱，实际上是对那个社会上大大小小的统治者、吸血虫
发出愤怒的诅咒。曾经受过迫害的朱载堉一家，对于这些大小吸血鬼自然有
所觉察。朱载堉及其父，一生布衣蔬食，朱载堉本人不仅让出郑王国爵，甚
至抛弃所有财产，过着与世无争的清贫日子。这些行动的确不为当时许多人
所理解。从这里看来，他所以让出爵位，大概是不愿与自己所痛恨的钱财、
官势、皇宗之类为伍的一种果敢的表示。他清楚地看出，为了金钱，形形色
色的魑魅魍魉在干着丧天害理的事。他诅咒钱，也诅咒当时的社会是个鬼的
世界。他在《山坡羊·十二鬼》中写道：
愣憎鬼从天降下，阴司鬼来阳间做吓？医睁鬼不曾捶醒，混帐鬼不论上
下，尖俏鬼到处磨牙，轻薄鬼溜溜拉拉，大头鬼善会妆判，无眼鬼支了此瞎
架，树耐鬼动不动胡拿，油炸鬼支溜扒叉。听咱！天穹鬼没个波查，听咱！
狂张鬼叫吃的甚么！
在朱载堉的作品中还鞭笞了各种各样的社会蛀虫，如贪得无厌的地痞，
终日梦想官势钱的恶棍，形形色色的小人、无赖和市侩。这些曲词，读起来
令人痛快，让人感到一种文学艺术的享受。
朱载堉的文学作品，对广大普通平民表示了同情和关切，说了人民要说
的话，谱写了人民喜爱的歌曲。他的作品，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攻击了
吃人的封建统治阶级，痛诉了人民的苦难和不幸，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市民阶层的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落后性。王子朱载
堉的作品是从上层封建统治阶级的宝塔中呼唤而出的反叛声，是杀向封建顽
固堡垒的回马枪。他的文学语言，大都是劳动群众生活的提炼，不仅通俗、
简洁、朴素，而且极易为劳动群众所熟记。这一切，使得他的作品长期为人
民所传诵，成为明代文艺园地中的一朵鲜葩。
朱载堉在中国舞蹈史上的贡献也是极为重要的，他发明了兼有文字说
明、歌词、音乐与舞姿动作场记图的最早舞谱，一直流传到今天。朱载堉编
制的舞谱共有《人舞谱》、《六代小舞谱》、《灵星小舞谱》、《灵星祠雅
乐天下太平字舞缀兆之图》、《二佾缀兆图》和《小舞乡乐谱》。
朱载堉的舞谱分图谱和字谱。他首先规定舞谱的“四纲”、“八目”，
总为舞总谱。在总舞谱中，朱载堉以一纲配八目，即一纲中有八个舞蹈动作。
因此，四纲配八目，就有4×8=32 个基本动作。就舞蹈过程的实际变化而言，
任一纲可以配任一目，次序是可以任意编排的，那么四纲八目中在理论上就
应有 4！×8！=96780 个动作变化。上式中符号“！”在数学上称为阶乘。虽
然有 967680 个动作变化，实际上，它们都是 32 个基本动作的重演。因此，



朱载堉的图谱只要画出 32 张基本动作图就可以了。现在的任一舞蹈演员根据
朱载堉的舞蹈图谱，加上他在书中给出的节奏谱，就可以完整的再现这些舞
蹈。
字舞谱是在图舞谱基础上产生的，人们可以根据简单的几个字的提示而
表现出所要求的舞蹈动作。在《小舞乡乐谱》一书中，朱载堉没有再画各种
舞蹈动作图，他只是在乐谱、节奏等上面简单地标明“外转”、“内转”、
“左绕”、“折旋”等就可以了。在《二佾缀兆图》中，朱载堉又设计了一
种舞谱：将“舞台”分成若干方形区，然后以方形区及两条对角线为坐标，
用以标定舞者的活动或脚步位置。
朱载堉所编制的舞谱都取材于前代礼仪祀舞，大多属雅乐舞蹈范畴。在
历史题材的基础上，朱载堉还以明代流传的传统乐舞来弥补材料的不足，他
不仅继承和创造性地恢复了古代乐舞，更重要的是，朱载堉还为此提倡舞蹈
应该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并创立了“舞学”一词，初步提出了舞学大纲。
他认为，构成“舞学”所应包括的内容有十项，即一、舞蹈学校；二、舞人；
三、舞名；四、舞器；五、舞佾；六、舞表；七、舞声；八、舞容；九、舞
衣；十、舞谱。由于所处时代和所属阶层的影响，朱载堉的舞谱内容着重表
现的是“三纲五常”的思想。尽管有这些思想局限，这些作品对后世还是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
朱载堉在《乐律全书》中还为舞蹈图谱作了 600 多幅人物白描木刻画。
这些画，笔法简练，勾画出各种舞蹈姿态，正背、侧面、仰俯、屈伸、进退、
跪拜，都形态逼真，而且线条细匀，用墨得当，内含动静之感。在《灵星小
舞谱》中画的各种农业劳动舞蹈，虽说是仿汉代祭后稷之舞，但除了发式和
衣着之外，舞者持镰、锄、铲等劳动工具的舞蹈姿态，乍一看来，恰似当代
《兄妹开荒》的舞蹈写生画。

九、编后

朱载堉的研究涉及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广泛领域。他在这些领域中
攀登了一个个科学高峰。他是古代社会末期和近代社会前夜的一颗科学和艺
术的巨星，是明代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是封建王朝的叛逆者，是中
国科学和艺术的革新派。他的艺术才华、治学精神和品格永远是后世的楷模。
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博士称他为“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他是当之
无愧的。
读者在掩卷之余可以想见古稀之年的朱载堉夜深忘倦，散步院中，仰望
星空。他从灿烂星空之中看到了什么？
星空的美，本来对世人并无私惠，未有偏袒，但只有忘我的人，才得深
入它的极致，发掘它的深蕴和奥秘，知道它的古今变化，从而得到启迪、憧
憬，因而欣喜如醉。朱载堉心中还有更多的“星空”。天上有他昼夜揣摩的
世界，地上也有他探究不尽的文化宝藏，他透过无垠空间，穷索“自然天成
之理”，又超越时间，心追往古，澄清被歪曲了的历史真实。许多学术部门，
像相邻的银河系那样被他串连起来，他出没于其间的宏观、微观世界。在他
的时代中，他是一个东方的、文艺复兴式的文化巨人。
人类的文化史上曾经产生过多少巨星？朱载堉在仰望星斗的时候，他可
曾想到过自己在文化史的众多星座中将有什么位置？可曾指望过，自己会成



为其中的哪一颗？他也许未曾这样设想，但他确实应该知道自己的位置。历
史上任何一个知识领域的先觉者，都是深知自己的历史使命的人物。朱载堉
从他的时代中、从音乐实践的需要中，寻得自己的历史使命；他检视了中国
乐律学史这条“银河”中的每一个星座，才寻得自己应予开拓的领空。
朱载堉毫不介意于郑王世子的地位和享用，在世态炎凉之中自甘淡泊，

的美名，像个温良恭俭的儒者。就像他在每一个静夜中默对星空一样，也许
人们会认为他是一个心如止水的人。事实上，他是一个热血沸腾、心潮激荡、
不太能容忍鄙陋俗见与精神枷锁的革新家和叛逆者。他看待学术史问题，从
不取宗法定说、死守一派的成见。而采取科学态度，寻求真理。
人类文化史中众多星座的出没运行如此和谐有序，同时又贯穿着宇宙力
量的牵引和剧烈振荡，交织着积蓄与扩散、均衡的破坏和再创造，这是古今
交替而不断地书写出的伟大诗篇，这是响彻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激动着无数
伟大心灵的交响乐诗。这是一首欣赏不尽、写之不尽的、永无终端的诗。
朱载堉就是它的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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